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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近平当村支书就是因为大家都拥护他”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对象：杨世忠，1951年 4月出生。1969年 12月入党，1971年 4月至 1978年 10月在延
川县文安驿公社工作，任武装专干、党委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历任延川县团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延长县法院院长、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处级调研员。2011年 4月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 12月 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安市杨世忠办公室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在文安驿公社和他有过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请您介绍一下，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况。 
    杨世忠：我是延川县贾家坪人，现在叫贾家坪镇，以前叫贾家坪人民公社。1971年 4月，我
调到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武装专干。当时，公社的书记、主任是五个人，我是党委委员，排

在他们后面，是“六把手”，也算是个小小的公社领导。刘明升同志时任公社团干，在梁家河大

队蹲点，我是通过他的介绍认识的近平。 
    我调到文安驿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知青都已经出去工作了。我的印象中，当时梁家河的知
青差不多就只剩下近平和雷平生了。我对近平最初的印象，就是感觉到这个十七八岁的后生显得

很成熟、稳重，言谈举止、做事为人就像个大人一样，根本不像同龄的有些娃娃那么浮躁、不懂

事。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很好。 
    我比近平大两岁，作为同龄人，我们一见面就很有亲切感，平时也能聊到一块，也有共同语
言。那时，我们年轻干部下乡，工作任务完成后，就想找他们知青一起聊天，不然的话队干部要

么就把我们安排到村里的单身老汉家里住，要么就是去队上饲养员住的地方去睡。所以每次我到

梁家河大队下乡，都要和近平、雷平生聊天。那个时候他们在村里很孤单，也常来公社谈工作、

拉闲话，遇到饭时一起吃个便饭。我们公社干部每月三十斤粮、四两油，每天两顿饭，早上玉米

团子炒洋芋丝，下午一般情况吃一顿白面，只要他们一到公社，明升和我谁看见就先给他们报一

份面，大家一起边吃饭，边聊天，这样一来一往，慢慢从相互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熟悉到成为朋

友，一起相处了五年。对他那时在梁家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概况起来就是：一

是刻苦学习，二是踏实劳动，三是要求进步，四是心系百姓。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一谈习近平学习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一方面是受革命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自己有学习兴趣和上进心，所以他特别
热衷于读书和学习。我第一次到梁家河下乡时，近平已经住到国家拨专款修的知青窑洞里了。我

发现他的书非常多，桌子上、土炕上摆得到处都是，跟他聊起来，觉得近平还就是有学问，知识

面广，对我启发很大。 
    近平有很多书。据村里人说，他从北京来的时候，就带来沉甸甸的两大箱子书。另外，其他
知青去取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一般装的是衣服、糖之类的东西，但是近平收到的包裹，除了一

些衣服就是书。 
    书的种类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还有哲学、中外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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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很厚，是绿皮的。我说：“哎，这本书好，很实用啊!”近平说：“你觉得好，就拿去用。”就
这样，近平送给我一本汉语辞典。这本辞典我一直用了很多年，可惜的是，后来延川搬家的时候

弄丢了。 
    当时近平能保持这种学习状态，很不容易。每天要参加劳动，后来当了村支书就更忙了，但
他劳动再苦再累，每天也要抽时间看书，上山劳动的时候也总是带着书，利用生产劳动的间隙时

间看；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嘴里吃着饭，眼睛盯着书本。一般的同龄人，很

少有他这种刻苦学习精神。我也一样，虽然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各方面学习生活条件比他好得多，

却没有近平这么可贵的学习精神。 
    采访组：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当时年纪不大，但是劳动却很吃苦。当他还是普通知青的时候，我们到梁家河
去下乡，村里的社员普遍反映：“近平这后生可好了，劳动能吃苦，很忠厚，很踏实，从不溜奸

耍滑。他话也少，从来不会跟人乱开玩笑，也从不骂骂咧咧、打打闹闹。”他人品好，村里老少

社员都喜欢到他住的窑里，谈工作、拉家常。 
    近平无论是当普通知青，还是抽调出去搞社教工作，以及后来当村支书，他不仅对工作认真
负责，并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那时候，有些村支书凭着自己手中有点权力，经常借口到这

里那里办事的机会，逃避劳动。但近平从来不这么做，在村上没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他都是按

时出工和社员一起劳动。并能带头完成自己每月的劳动任务，从不误工。 
    采访组：您当时在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对习近平入党过程一定了解的多，请您讲一讲当
时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73 年入了团，1974 年 1 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个时候入党没有预备期，一批准就正式成为党员。 
    近平入党的过程，现在社会上流传很多说法，有些是不严谨的，有些是不真实的。因为我是
亲历者之一，整个过程我都比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把我知道的一些实际情况讲一下。 
    当时，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思想比较解放。一度，梁家河大队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轻
人来当党支部书记，带领社员好好干一些事。那时，原大队书记梁玉明当干部时间也有点长，年

龄也有些大，且他主动让贤，多次向公社党委推荐习近平入党，当大队书记。可以说，梁玉明的

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但当时近平还不是党员，对此，公社党委就把习近平入党问题纳入视野，

重点培养。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公社党委就已经准备接纳近平入党了。 
    我们公社党委第一次讨论研究近平入党时，虽然大家都认为近平表现好，群众威信高，符合
入党条件，一致同意批准他为党员。但为慎重起见，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在洛阳“下放”问题，

还需搞个外调比较好。这样我们就落实公社组织干事王学礼联系有关部门发函外调。没多久，洛

阳方面就回了个函，公社党委班子成员都传着看了。函上说：习仲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子

女升学、就业不受影响。有了这个函，公社就及时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习近平入党，并任命

他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近平入党和当支部书记是一个会上研究的。我记得当时会上梁家

河大队一起还研究批准了两名党员。 
    那个时候入党，没有人情关系一说。近平入党，当村支书，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积极要求进步、
努力工作、受到群众拥护的结果。近平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情和关系可以依靠。他就是个普通的

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这穷乡僻壤来插队落户。加之，他父亲习仲勋当时还在受政治迫害，没有

“解放”，这个情况只会阻碍他入党，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近平当时能入党就是因为他完

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并且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他能当村支部书记，就是因

为他劳动吃苦，群众基础又好，大家都拥护他。 
    近平上任以后，不仅自己积极劳动，还带领广大社员治沟打坝、植树造林、大办沼气，各项
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公社的一致好评，公社党委对梁家河大队的工作充分肯定，很满意。 
    我当时在上文安驿大队蹲点，按公社统一安排，带领广大社员大办沼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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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近平办沼气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近平确实善于思考，也敢想敢干，并自己花钱到四川绵

阳考察学习，回来后就在村子里搞了第一个沼气池，也是全县第一口沼气池，引起县沼气办的重

视，同时也得到省、地的关注和支持，专门到梁家河大队召开现场会。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大办

沼气，一方面解决了社员的照明、做饭、取暖等问题，同时沼气废料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一举

多得，有力促进了梁家河大队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深受各级领导一致好评和表扬。 
    采访组：习近平“心系百姓”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世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仍然一直关心这里的父老乡亲，今天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谈一下。 
    1986年 8月，我从地委党校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文安驿镇当党委书记，当时近平在厦门市当
常务副市长。1987年元月，我给近平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想到沿海经济发达的厦门市去考察学习，
开拓眼见，解放思想。同时也想通过近平把延川的红枣，甘泉的红小豆和我们镇上鹿厂的鹿茸，

看能不能通过外贸渠道，寻找一些销路，帮助解决一些资金，促进我镇经济发展。特别是通过考

察学习借鉴一些发展思路，学习一些工作经验，为改变我镇面貌作出新贡献。 
    近平很快就给我回信说：你说要来厦门，感情上我很盼望见到你们，非常欢迎你们来。但有
些事应让你们搞清楚：一个地县的力量到厦门来搞联合，一般来说是不足的，尤其是大跨度的经

济合作，难度更大。至今陕西省还没有哪个地市在厦门谈成项目，这涉及到审批权、外汇、资金、

交通等等问题⋯⋯ 
    收到回信后，我们对近平恳切邀请非常感激，对他直言相告、有啥说啥的朋友感情表示十分
理解。同时我们也作了充分准备，把他在村里带领社员办的沼气池、打的水井、打的坝拍成照片。

当年 7月，我带领村支部书记梁玉明、供销社主任乔生辉，专门去厦门考察学习。 
    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到厦门以后，近平见到我们很亲切、非常热情，特别看到那些照片非
常高兴和感谢。具体谈到红枣问题。在当时条件下把红枣运到厦门，确实不太现实，保鲜、运输

等成本很高，这种大跨度的经济联合还没有先例。近平说的很实在。 
    另外就是鹿茸的事情，近平还是很支持的。他联系了几位老板来看，但是一听我们只有三四
十只鹿的养殖规模，合作前景不大，都不愿投资，对我启发很大，使我深深认识到“没有规模就

没有效益”。 
    当时我们去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那个时候梁家河村还没有通电，照明煤油灯，发展没动力，
想通过近平帮我们解决一些拉电资金。后来近平专门给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白崇贵写了封信，引起

县委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并拨出十万元专款解决了梁家河的拉电问题，对此，梁家河沟的父老乡

亲十分感激、念念不忘。 
    我们在厦门期间，近平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多次陪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走的时候，他自己
花钱，给我们三个买了飞机票，上飞机那天正下着暴雨，近平冒着大雨把我们送到机场，直到亲

眼看着我们上了飞机他才回去，这让我们心里非常感动。 
    2009年 11月 13日，近平到延安调研，我也参加了会议。市、县、镇、村四级书记分别汇报
工作后，直接点名，“世忠，你讲”，当时我是延长县法院院长，我即兴就延安市、县两级人民法

院基本情况、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讲了三个问题。特别是当时人民法院普遍存在的法官队伍青

黄不接，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及执行难等问题讲了后，近平非常关注，做了笔记。不久后，最

高法院就发来了调研摸底表，存在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和解决。 
    在那次调研会上，近平当着与会人员的面，回顾说：1973年他在文安驿申请入党期间，从北
京寄来了一些“黑材料”，当时“就是明升和世忠把那些材料撕了”，让他顺利入了党。 
    会议结束后，近平在门口一个一个和大家握手道别，合影留念，我是最后走出会议室的，近
平对我说：“世忠，现在就你一个在职，好好干!”我说：“好!” 


